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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归因与信任重建:
危机传播情境理论的中国情境
———以 2018 年问题疫苗事件为例
宫 贺 韩 冬 张庆园
内容提要 该研究将信任理论中“施信者 － 受信者”框架引入危机传播情境理论，通
过对长生疫苗事件中 27 位当事主体的半结构式深度访谈，分析各方对危机责任的归因
差异及其影响，探讨危机中信任重建这一核心问题，并尝试弥补传统情境理论体系中
视域的单一性问题。语义网络分析和主题分析的结果显示，作为施信者的公众更倾向
于将危机定义为“全局性问题”，作为受信者的组织却归因于 “个别组织”的违法违
规; 组织的危机回应策略与公众期待之间形成了一种对抗; 施信者对组织信源的信任
与对其发布信息的不满足之间形成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谣言的土壤，致使组织
与公众在“对话盲区”中陷入各自的独白。论文亦从“意义共创模式”角度讨论了信
任重建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 问题疫苗事件 责任归因 信任 语义网络
一、引言
近年来，公共危机及相关处置过程中所触及的社会信任问题已经成为政府工作
和社会治理亟需面对的一个重要难题。2019 年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
告 “工作任务”部分中提出: “药品疫苗攸关生命安全，必须强化全程监管，对违
法者要严惩不贷，对失职渎职者要严肃查办，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防线。”
中央政府对药品疫苗监管工作的强调极具现实针对性。发生在 2018 年的长生生物疫
苗事件一方面直接涉及到国家规定接种的一类疫苗，另一方面事发时已经有高达 25
万只不合格疫苗流向全国多地，触及信任问题之深，影响地区范围之大，连带主体
责任之广将社会不安情绪推到了顶点。此事件同时还勾连起公众对问题疫苗的 “集
体记忆”: 2005 年 “安徽泗县甲肝疫苗事件”，2010 年 “山西疫苗事件”，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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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等地乙肝疫苗事件”以及 2016 年 “山东疫苗非法经营大案”。疫苗安全多次
出事让公众对疫苗安全的信任遭遇了塌方。① 因此，需要与生命健康防线一道坚守
的，还有人们内心的信任防线。
在危机情境下维护和重建信任是危机传播管理的根本目标和核心问题。危机传
播情境理论 ( the 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以下简称 SCCT) 是危机传播
领域得到国内外普遍认可的成熟理论体系，围绕信任的维护和重建这一目标，探讨
组织的危机历史、公众对危机的责任归因以及组织应采取的危机应对策略等几个关
键变量之间的关系。然而，在我国一些现实危机案例中，即使 SCCT 得到教科书式的
严格执行，最终效果却显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② 尤其在社交媒体时代一些牵涉复杂
多元主体的公共危机情境中，SCCT 的运用更是屡屡捉襟见肘。③
反观 SCCT 体系，其危机责任归因更强调公众视角下的单一归因，认为公众的归
因和危机情境决定了组织的回应策略。尽管有国内研究关注了组织一方的响应策略
对公众归因的影响，④ 但普遍较为忽略对组织自身归因这一关键变量及其作用机制的
关注。本 研 究 将 信 任 理 论 中 “施 信 者 ( trustor ) － 受 信 者 ( trustee ) ”框 架 引 入
SCCT，结合长生生物疫苗事件这一具体案例，尝试弥补传统理论体系中视域的单一
性问题，从作为受信者的组织与作为施信者的公众之二元视角，探讨公共危机事件
中双方对危机责任的归因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如何影响着施信者的危机回应期待和
受信者的危机回应策略。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 一) 公共危机与信任研究: 施信者与受信者的双重视域
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 ( social capital) ，信任的程度取决于我们愿意冒多
大的风险将利益交与他人之手，信任亦是促进合作、实现公共危机治理的基础。
Mayer，Davis ＆ Schoorman 在 组 织 信 任 的 研 究 领 域 首 次 明 确 提 出 了 包 含 施 信 者
( trustor) 和受信者 ( trustee) 的整合信任模型 ( the integrative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trust) ，⑤ 认为信任的产生受到施信者的信任倾向 ( trustor's propensity) 和受信者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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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 ( trustee's trustworthiness) 双重影响，任何一方都无法独立影响信任。
此后，这种双重视角的分析路径在信任研究中被许多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沿用。
例如，在组织信任领域，Gupta 研究了组织内部沟通频率如何调节施信者和受信者双
方的信任程度; ① 在医疗领域，Sutton 分别从施信者和受信者的不同立场，研究了黑
人乳腺癌患者对医疗的不信任问题。② 信任在公共卫生医疗领域中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而疫苗接种作为存在一定风险性的疾病预防而非治疗手段，对于信任的倚重亦
格外重要。因此，在一些发达国家的疫苗监管体系中，要求监管者必须独立于疫苗
的生产环节，准确地评估风险，并向公众实时汇报。③
中国语境下当前的公共危机与信任研究，往往将施信者和受信者的概念重合在
一起分析，或是侧重某一方的立场。如站在受信者的角度，研究组织决策中的信任
问题，④ 组织应急处理机制，⑤ 组织间的信任问题，⑥ 组织完善信任体制机制的对策问
题; ⑦ 或是站在施信者的角度，研究危机中公众对组织的信任关系，⑧ 公众产生信任
危机的社会根源，⑨ 以及公众的风险认知瑏瑠等。遗憾的是，在公共危机传播领域，无
论国际还是国内，鲜有学者从施信者与受信者的双重视角思考危机中的责任归因问
题，这也成为本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 二) 危机传播情境理论 ( SCCT) : 组织声誉，责任归因与危机类型
巴顿 ( Barton) 在 《组织危机》一书中强调，组织的声誉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资
源，应该 受 到 保 护，以 使 组 织 免 受 危 机 的 威 胁 和 影 响。瑏瑡 归 因 理 论 ( attribution
theory) 认为，公众总是在寻找对不同事件进行的归因，特别是在面对消极或意外
时，公众倾向于迅速找到责任方，进而做出情感上的反应。瑏瑢 库姆斯 ( Coombs) 将
组织声誉与归因理论相勾连，指出了 SCCT 的理论逻辑———危机之前公众对组织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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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评价是组织的重要资源，组织在遭遇危机时，应综合评估潜在的声誉损害程度和
公众对危机中组织的责任归因，并据此预测危机可能给组织带来的威胁，从而选择
最适合的危机回应策略，如此才能最大程度保护组织的声誉。相反，如果组织对自
身的声誉资本估计不足，对于公众如何判断危机的责任归因认识不清，便可能做出
不相匹配的危机回应。① 公众归因和组织声誉构成了 SCCT 理论的关键变量。②
表 1 SCCT 危机分类
危机类型
受害者群组
( Victim Cluster)
意外群组
( Accidental Cluster)
故意群组
( Intentional Cluster)
类型描述 组织也是危机的受害者。 组织无意但造成了损害。
组织故意将公众置于危险之中，
做出不端行为或违反法律法规。
组织责任归
因强度
较弱责任归因;
轻微声誉威胁。
较少责任归因;
中等声誉威胁。
强烈责任归因;
严重声誉威胁。
子群
自然灾害类: 天灾危害到组
织，如地震。
质疑类: 利益相关者声称组
织的运作方式不恰当。
人为过失事故: 人为过失导致的
工业事故。
谣言类: 有关组织的虚假和
破坏性信息被散布。
技术错误事故类: 技术或设
备故障导致的工业事故。
人为过失导致产品受损: 人为错
误导致产品被召回。
工作场所暴力类: 如现任或
前任员工在工作场所袭击现
任员工。
技术错误导致产品受损类:
技术或设备故障导致产品被
召回。
组织违法但无人受伤: 利益相关
者被欺骗但没有受到身体伤害。
产品篡改 /蓄意破坏类: 其
他外在组织带来损害。
管理不当导致的组织违法: 管理
层违反了法律或法规。
组织违法造成伤害: 管理层将利
益相关者置于危险之中并造成人
身伤害。
SCCT 体系中根据责任归因的不同，将危机划分为三种不同类型: 受害者群组，
意外群组和故意群组，③ 如表 1 所示。在受害者群组中，组织不被认为是危机的原
因，而被视为受害者。在意外群组中，组织虽然被认为是危机的原因，但利益相关
者普遍认为组织是无意的或危机只是偶然的。在故意群组中，组织被认定为危机的
原因，而需要承担全部或大部分责任。三种不同的危机类型被认为应该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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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也不同，所采取的危机应对策略也不尽相同。① 随着危机责任归因程度的提升，
危机造成的声誉损害也随之增加。
但是，SCCT 体系中危机责任归因强调的是公众视角下的单一归因，认为公众的
归因决定了组织的回应策略，组织却总是对公众归因置若罔闻。② 然而 SCCT 并没有
再深入探究，为什么组织经常会对公众的归因置若罔闻? 我们认为，很多时候，组
织并非不考虑公众的归因，而是对公众的归因研判失误。这种失误除了身份、立场
以及利益的差异使然，或许还源自组织在对公众归因进行预估前，已经持有的组织
自身对危机责任的研判，即组织归因。忽视组织危机归因的重要性，很可能让我们
无法认清组织回应策略与公众归因不匹配的前置因素在于———组织归因与公众归因
的不匹配。因此，本研究提出:
研究问题一: 长生疫苗事件中，施信者公众与受信者组织对于危机责任的归因
是否一致? 更具体而言，施信者和受信者对长生疫苗事件属于哪一类危机是如何认
定的?
( 三) 危机回应策略与回应期待
如果公众将组织认定为唯一责任方，而组织却采取一味回避或推卸责任的回应
策略，公众就会对组织产生负面的情绪，比如不信任，甚至通过更剧烈的抵抗行为
表达不满。③ 确定了危机责任和声誉威胁的水平后，SCCT 提供了应对不同危机的策
略，主要分为三组: 否认 ( deny) ，降低伤害 ( diminish) 和善后重建 ( rebuild) ，以
及作为补充的二级危机应对策略。④ 如表 2 所示。
然而，许多学者对 SCCT 的适用性进行了反思，有的研究显示公众认定的危机类
型与组织危机应对策略对企业声誉的影响并不显著。⑤ 还有学者认为危机回应中还需
要重视除 SCCT 之外的基础危机回应策略，仅使用解决责任问题的应对策略并不能充
分缓解因危机归因而对组织声誉造成的威胁。⑥ 在非西方的情境下，SCCT 还遭遇了
水土不服，台湾学者吴宜蓁发现在台湾的一些公共危机案例中，组织使用的策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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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CT 建议的策略不全然相符。① 实际上，这些反思性研究共同指向了一个被长期忽
视的根源性问题———组织采取的回应策略往往是基于组织自身的危机归因，而公众
对组织的危机回应期待则是基于公众的危机归因。如果二者的归因出现不一致，那
么组织采用的回应策略和公众期待的回应策略也必然出现反差。这构成了本研究的
第二组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二: 受信者在长生疫苗事件中采取的危机回应策略与施信者期待的回
应策略是否一致?
表 2 SCCT 危机应对策略
危机应对策略 子策略
首要危机应对策略
( Primary crisis response strategies)
否认策略
攻击指控者: 对外宣称指控者的信息不正确
拒绝: 声称没有危机
替罪羊: 将危机归咎于组织外的某些人或团体
降低伤害策略
借口: 声称是组织无心之过或事件无法控制
合理化: 声称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更大的损害
善后重建策略
补偿: 向危机受害者提供金钱或其他物质补偿
道歉: 承担全部责任并请求利益相关者原谅
二级危机应对策略
( Secondary crisis response strategies)
辅助策略
提醒: 告知利益相关者组织过去的善举
逢迎: 称赞利益相关者
示弱: 提醒利益相关者组织也是受害者
( 四) 危机中的传播与信任: 媒介选择，信源信任与内容信任
舒尔茨等人 ( Schultz，Utz ＆ Anja) 发现，在危机中组织选择了哪种媒体比组织
发布了什么信息更重要。② 急切的信息获得需求使得公众转向新媒体，从而获得即时
而深入的信息，社交媒体在危机期间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③ 特别是在危机初
期，公众会增加对社交媒体的使用。④ 今天，随着新技术的爆炸式增长，危机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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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面临着新的挑战: 危机中社交媒体的负面关注。① 尽管公共关系从业者认识到社交
媒体已经改变了组织的沟通方式，但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愿接受它们。② 有学者
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探索了 17 个澳大利亚大型组织如何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危机沟
通，结果表明，他们缺乏对社交媒体危机沟通潜力的认识，通常不会通过社交媒体
回应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也不会选择社交媒体来进行可能会增加声誉风险的危机应
对策略。③
同时也有研究发现，公众在危机中对媒体的选择受信息形式、信息源和危机来
源多种因素混合影响。④ 公众倾向于通过传统大众媒体接受无论是防御性、支持性还
是规避性的危机应对策略，而并非青睐于社交媒体和人际传播。⑤ 乌兹等学者 ( Utz，
Schultz ＆ Glocka) 以福岛第一核电站灾难作为危机情境，用实验法研究发现，虽然
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危机沟通对于组织的声誉更有利而且更有效，并能够减少不利的
二次危机传播; 但传统媒体进行的危机沟通仍然起着重要作用，更有助于重建公众
的信任。⑥ 尽管文献对社交媒体作为信源在危机传播中的讨论和反思越来越多，但是
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即是否人们更相信传统媒体抑或社交媒体，但有一个结论
是达成共识的，即沟通渠道的匹配是有效对话的关键环节。⑦ 本研究因此想探究在一
个具体的危机情境下，施信者和受信者对媒介的选择如何? 受信者首选的信息发布
渠道是不是施信者期待的渠道? 由此，我们提出第三组中第一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三 a: 在媒介选择上，施信者信任的媒介渠道和受信者采纳的媒介渠道
是否一致?
波坦 ( Botan) 和弗雷 ( Frey) 1983 年便指出，虽然可信度通常被认为是信源的
属性，但是可信度也是信息本身的属性。⑧ 组织作为信源，其可信度是一个复杂的基
于组织历史和以往信息集合的整体，人们依靠自己对某个信源以往的经验去理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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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与该信源的沟通，受众对该信源有特定的理解，其中一种理解就是对该信源的信
任程度。①
波坦和弗雷从信任的三 个 维 度 ( character，被 试 者 认 为 所 询 问 对 象 的 目 的;
expertness，知识和专业性; dynamism，活跃度和所询问对象为取得信任所做的努力
值得被信任的可能性) 分别测试工人对工会与工会所发布信息的信任程度，结果发
现，工人更信任工会发布的信息而非工会组织。由此他们提出，信源可能被信任，
但是信源发出的某条信息可能不被信任; 反之亦然，信源发出的一条信息可能被信
任，而信源本身却不被信任。故可能出现一条被普遍信任的组织发出的丝毫不被公
众信任的信息，或不被信任的组织却发布了一条让公众相信的信息。②
2005 年，泰勒 ( Taylor) 和波坦 ( Botan) 进一步研究了在种族清洗后的波斯尼
亚和黑塞哥维，公众对信源和信息内容的信任差异。他们发现，战争结束后不久，
人们可能因为渴求有用的信息，而将信任施与能提供给他们信息的新信源，因而危
机为新兴的传播渠道提供了与公众进行沟通的机会，使其能够与既有的传统传播渠
道进行竞争。进而，如果新的媒介或信源提供了公众需要的信息，并且肩负起伦理
道德责任，那么新信源将会获得与传统信源同样的公众信任。③
长生生物疫苗事件对于政府来说，最亟待解决的是如何化解风险，重建公众信
任，让公众配合接种，稳定接种率不下降。综上基于信任研究的相关文献，我们提
出第三组研究问题中的第二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三 b: 在信源信任与内容信任方面，施信者对于政府相关部门和其发布
的信息在信任程度方面是否一致?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深度访谈法，并依据格鲁尼格 ( James Grunig) 的公众情境理
论 ( situational theory of public ) ，④ 选 择 长 生 生 物 疫 苗 事 件 中 的 积 极 公 众 ( active
publics) 和知晓公众 ( aware publics) 两类群体作为施信者群体的代表。我们将这两
个群体根据定义分别操作化为: 积极公众为本人或亲属接种过至少一种涉事疫苗，
了解此次事件并做出反应; 知晓公众为本人或亲属接种过至少一种涉事疫苗，了解
此次事件但是没有对其做出反应。我们沿用以往研究的操作手法，在回答正式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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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前，询问受访者三个问题: 您或您的孩子接种过什么疫苗? 您知道长春长生疫
苗事件吗? 事件发生后您联系过曾经为您接种疫苗的医疗单位吗? 根据对这三个问
题的回答，我们将接受采访的个体划分入上述两种群体，而对不属于两类者我们不
再进一步访谈。
最终确定的受访者包括正在或刚刚接种过涉事狂犬疫苗的成年人，以及孩子接
种过或正处于涉事一类疫苗接种期的家长等，共 14 位。其中积极公众 7 位，知晓公
众 7 位。从访谈资料来看，7 位积极公众和 7 位知晓公众对于三个研究问题的回答并
没有产生将两个群体区别开来的差异。例如，积极公众可能情绪更为激烈的预想在
访谈过程中并未出现，有的知晓公众在访谈中反而表达出了更为强烈的态度，比如
M5 在对危机进行归因时说:
疫苗部门主管疫苗，就应该定期检查啊! 全国这些疫苗他们自己心里没数吗?
疫苗部门对疫苗生产的企业没数那要他们干嘛的? ! 天天坐办公室喝茶水吗! 食品药
品监督局同理甚至比疫苗部门的责任更大!
同时，本研究根据以往质化研究，特别是针对敏感话题访谈对象并不愿 “袒露
心扉”而带来的效度问题，选择了愿意接受采访，并能够获得被访者信任的受访者
进行访谈。三个层级的涉事疫苗相关公共卫生医疗部门的工作人员作为受信者群体
代表，包括疫苗接种人员、防疫中心工作人员、疾控中心负责人、食药品监督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等，共 13 位。施信者受访者的居住地分布在涉事疫苗两大主要扩散
地山东和河南两省，受信者受访者则为河南、厦门、福州等多地相关部门的工作人
员。
公众情境理论指出，问题识别程度 ( problem recognition ) 的增高和约束识别
( constraint recognition) 程度的降低将同时增加公众的主动信息搜寻和被动信息处理
程度，问题涉入程度 ( level of involvement) 的高低也影响公众的信息搜索主动性高
低。① 在疫苗事件中自己或最亲密的亲属是涉事疫苗的接种者，他们对这一情境涉入
程度最高，信息搜索程度和处理信息程度也最高，但对于研究者而言，触及这一群
体难度较高，无法通过随机抽样完成，只能研究者依靠自身社交关系网络获取便利
样本。此外，虽然深度访谈能够深入细致地揭示研究对象的潜在态度和情感，有助
于研究者获得丰富、多样的语料数据，但深度访谈通常依靠被访者对采访者的信任，
而研究的时间限制往往不利于建立信任。在一些个案中，被访者可能不愿意与研究
者分享一些敏感话题的真实答案，而这种回避往往是无意识的。② 为了尽可能减少这
一局限性带来的效度损害，本研究一方面采纳了半结构式，或者主题化引导式的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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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方法，① 尽可能给予被访者自由发展话题的空间; 另一方面采取便利取样和滚雪球
取样两种方法获得被采访者，在最大程度上让受访者面对已经建立较为信任关系的
研究者，以便其能够畅所欲言。
此外，考虑到受访者对于事件的反应和记忆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
同时基于 “信息饱和则不再收集新数据”的原则，我们将采访周期限定在三个月内
( 2018 年 7 月底至 11 月初) ，访谈采用面对面访谈与线上访谈两种形式，与每位受
访者的正式交流时间为 45 － 60 分钟。
对施信者的半结构访谈主要由四部分构成: 自己或孩子的疫苗接种状况，知晓
长生疫苗事件的渠道，对长生事件的看法，以及对事件进展的态度和期待。对 14 位
受访者采用一套相同的访谈问题。对受信者的深度访谈也由四部分构成: 对疫苗事
件的看法，疫苗事件之后采取的措施，信息发布的渠道，以及未来的工作计划。由
于本研究的受信者来自三个层级的公共卫生职能部门，故访谈问题会根据受访者进
行调整。
研究者将深度访谈资料的录音转录为文字后，首先使用 ROST CM6 进行语义网
络分析，提炼两个群体的语义网络。② 有学者指出: “量化研究可能需要在观察基础
上建立测量指标，而质化研究也可能需要通过测量对观察作进一步的说明或阐释。”③
我们认为，语义网络分析有助于我们不仅能够从总体上而且可以直观地从数据的视
觉化上了解两个群体的语义差异。接下来我们采用布朗与克拉克 ( Braun ＆ Clarke)
的主题分析法，④ 遵循三角互证 ( triangulation) 的基本步骤: 首先由两位研究者分头
阅读全部文本，提炼主题，讨论各自提炼的主题; 然后 “寻找不一致的证据”并进
行反思; 最后邀请第三位研究者对前两位研究者提炼的主题框架进行核查，讨论不
一致的地方，寻找替代性的解释。⑤
四、研究结果
( 一) 描述语义网络
语义网络分析是用量化网络关系呈现文本之间联系的方法，⑥ 主要探究词句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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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关系，用词句作为网络中的节点，探究不同词句在整体网中所处的地位。本研
究采取语义网络的方法，初步探究施信者和受信者在接受访谈时产生的主要议题以
及相互间的关联，为后续深度主题分析提供全景式描述。
本研究使用 ROST CM6 分别从施信者和受信者的访谈文本中提取高频词、过滤
无意义词，去掉无意义的语言衔接词，在施信者语义网络中排除指向 “深刻”的
“印象”这两个度中心度为 1 的孤立点之后，构建出具有 38 个网络节点的修正后的
施信者语义网络 ( 参见图 1 － a) ; 构建出的受信者的语义网络有 44 个网络节点，无
孤立节点 ( 参见图 1 － b) 。
研究发现，在施信者的语义网络中， “疫苗”一词中心度最高 ( 度中心度 =
33) ，“问题”位居第二 ( 度中心度 = 21 ) ，反映出施信者对这一事件的基本界定，
而包括 “孩子”“国家”“接种”以及 “新闻”等一系列词语都指向 “问题”，意味
着在受访者提及 “问题”一词时，这些词语具有极高的关联度，此事件引起的焦虑
范围涉及 “医疗”“健康”“卫生”等领域; 亦涉及信息获得的方式 ( 媒体、报道、
科普、渠道、获取) 。
在访谈中，施信者反复提及 “国家”，对于他们而言，疫苗事件是关乎整个国家
的危机事件。值得注意的是，“朋友”一词中心度 ( = 11 ) 很高，并且 “新闻”一
词频频指向 “朋友”，结合之后对访谈语料的深度分析，我们发现其原因之一是
“朋友”中包含 “朋友圈”一词，大部分受访的施信者首次得知问题疫苗是经由朋
友圈; 原因之二是 “朋友”也是施信者获得信息之后首要考虑扩散信息的对象。
图 1 施信者 － 受信者语义网络
在受信者的语义网络中，“疫苗” ( 度中心度 =30) 和 “问题” ( 度中心度 =17)
同样是度中心度位居前二的词语，说明施信者和受信者对此次 “事件 － 问题”的界
定基本一致。但明显不同之处在于，在受信者语义网络中，与 “问题”关联度较高
的词语为 “检查”“部门”“安全”“企业”，指向 “企业”的词有 “安全”“老百
姓”“监管”“行为”等。可见，在受信者对问题的界定上，显然 “企业责任”成为
关键一环。此外，在施信者语义网络中甚为关注的信息渠道问题，在受信者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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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未处于中心位置，信息传播方面的词语略有涉及但无论频次还是度的中心度指
标都相对较弱。我们分别按照施信者和受信者语义网络节点的度中心度的分值将其
划分为四种类型词，如表 3 和表 4 所示。
( 二) 研究问题一: 责任归因的分歧
1. 施信者对疫苗事件的责任归因
绝大多数施信者采用了全局归因法，即认为疫苗事件不是某个企业的唯一责任，
而是整个食药安全系统的责任，危机类型属于 “管理不当导致违法”。虽然长春长生
疫苗生产公司作为制造问题疫苗的生产者被受访者认定为 “整件事情的源头”，但是
监管部门同样负有不可回避的责任。这种责任归因既包括对监督失职的认定，也包
括合谋腐败的想象。
表 3 施信者语义网络节点词语分布
度中心度取值区间 词语 ( 度中心度取值)
＞ 20 疫苗 ( 33) 问题 ( 21)
10 － 20 接种 ( 14)
新闻 ( 11)
朋友 ( 11)
事件 ( 11)
5 － 10 孩子 ( 9) 健康 ( 8) 事情 ( 7) 长春 ( 6)
1 － 5 国家 ( 5)
相信 ( 4) 影响 ( 3) 部门 ( 3) 亲人 ( 2) 同事 ( 1) 陌生人 ( 1)
渠道 ( 4) 医生 ( 3) 获取 ( 3) 熟人 ( 2) 地方 ( 1) 防疫站 ( 1)
长生 ( 4) 知识 ( 3) 这次 ( 3) 媒体 ( 2) 进口 ( 1) 咱们 ( 1)
宝宝 ( 4) 时间 ( 3) 主动 ( 3) 报道 ( 2) 接受 ( 1) 科普 ( 1)
医疗 ( 4) 卫生 ( 2)
选择 ( 2)
多数受访者认为，如果监管部门履行了管理责任，疾控中心内部管理得当，认
真筛选疫苗，就能从根上制止事件发生，使问题疫苗及早被发现，及早被销毁。有
两个孩子中的 F3 比较激动地说:
出的这么大的问题，这么多部门竟然没有一个发现问题的! 这就是让人无法理
解和原谅的地方! 生产方没有做到依法依规生产，采购方没有做到严格谨慎筛选，
监管部门更是没有尽到严格监管的责任! 所以说他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F6 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认为是药品监管部门的监督失职:
企业什么的话，只能靠他们自律，我觉得这就有点扯了，药品跟其他东西还不
一样，是一个非常敏感非常关键的东西。设立监管部门的意义就是在这。
一些受访者将责任归因为管理职能部门的腐败。如 M3 认为:
从疫苗被生产出来再到注射到接种者身上，应该每一步都有检查的步骤，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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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早发现问题说明要么从企业到监督部门都失职，要么都买通关系。
另外，还有采访者提出医药安全的监督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提高公众的关
注度和公民意识。只有一小部分受访者将此次危机归结于单个企业的过失，对生产
疫苗的药企产生愤怒情绪，认为是厂家 “利欲熏心，丧尽天良”。
表 4 受信者语义网络节点词语分布
度中心度取值区间 词语 ( 度中心度取值)
＞ 20 疫苗 ( 30)
10 － 20 问题 ( 17) 事情 ( 15) 企业 ( 13) 事件 ( 11)
5 － 10
接种 ( 9) 国家 ( 8) 安全 ( 6)
老百姓 ( 9)
监管 ( 9)
1 － 5
长生 ( 5) 影响 ( 4) 长春 ( 3) 情绪 ( 2) 健康 ( 2) 传播 ( 1) 本身 ( 1)
民众 ( 5) 整个 ( 4) 药品 ( 3) 检查 ( 2) 厦门 ( 2) 渠道 ( 1) 所在 ( 1)
咱们 ( 4) 食品 ( 3) 解释 ( 2) 反应 ( 2) 不打 ( 1) 家长 ( 1)
部门 ( 3) 咨询 ( 2) 狂犬 ( 2) 河南 ( 1) 医疗 ( 1)
时间 ( 3) 补种 ( 2) 政府 ( 2) 新闻 ( 1) 行为 ( 1)
这次 ( 3) 媒体 ( 2) 监管部门 ( 2) 过程 ( 1)
2. 受信者对疫苗事件的责任归因
受信者群体对责任的归因不尽相同，不同层级、不同职能部门的受访者对此事
件的责任方认定和需承担责任的程度分配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受信者倾
向于采用弱化自身所在组织责任的 “错位归因”，将责任归于 “其他”组织，并有
意无意地将危机类型限定为非全局性的 “人为过失”。即自身所在的组织已经在能力
范围之内最大限度地、有效地履行了职责，危机的爆发不在自身所在组织的可控范
围之内，危机的产生可能是由于企业责任感的缺失或者其他部门工作环节的出错，
或是其他组织人为的过失导致产品受损。
来自食药监系统的三位受访者均认为，发生问题疫苗事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生
产疫苗的厂商，作为监管部门并不能 “每时每刻都做到百分之百无死角的监管”，危
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在企业从上到下的欺骗行为，企业领导带头有计划地钻漏洞，
厂商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如 H1 表示:
政府在这个事情上还是做了很多工作，应该讲主要问题我觉得还是出在企业。
因为企业应该要自律，厂家有意要在疫苗上面造假，是没办法监管的。还有企业可
能刻意或者无意逃避检查，比如一到企业去检查的时候，他就说我的硬盘坏了。但
这个事情本身是企业有意为之，这是肯定的。企业作假了，改了本身的配方，说的
跟做的不一致，变成了两面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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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监局的受访者 I1 说:
其实还是很恶劣，真的是我们做检察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企业敢这么做了，我
真的是出乎意料。你偶尔会看到一些就是说小小的虚假行为或什么，但是他如果是
真的是存在这种主动的、集体的，而且时间性比较长的造假行为，我觉得真的是比
较狠，就是把药品的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抛弃了，所以这个是让我们很震惊的，真的
还有企业敢这么干的。被吓到。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卫生医疗系统的受访者则普遍认为事情超出了自身的能力
管控范围，除企业外，监管部门也应负有责任。如卫计委的 B1 表示:
长春长生事件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浮躁，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尤其是狂犬病类
严重疾病的疫苗，关乎生命安全，疫苗或造假或无效都将酿成恶果，涉事企业及责
任人唯利是图，应严惩。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监管的不力，从生产企业到疾控到药监
局等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效率低，处理惩治力度不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接受采访的医生 C1 说:
当然如果我知道这是假疫苗的话，是绝对不会给患者用的，并且会向上反映，
以后该接种的疫苗还是要接种的。
综上，长生生物疫苗事件中，受信者和施信者对危机责任的归因和危机类型的
归类有所不同。受信者更多采用 “错位归因”，并将危机归属为 SCCT 危机类型中的
“故意群组: 人为过失导致产品受损” ( 参见表 1) ，而施信者则更愿意将整件危机进
行全局归因，即认为所有可能接触到问题疫苗的组织都逃不了责任，危机的产生是
整个系统的管理事故，因此将其归为 “故意群组: 管理不当导致的组织违法”。
( 三) 研究问题二: 回应策略与策略期待
1. 受信者采取的危机回应策略: 否认，重建与提醒
( 1) 首要危机回应策略: 否认，重建
在回应危机的策略选择上，所有受信者首先采取的应对策略都是 “否认”危机
回应策略中的 “拒绝”，即向公众表示自己管辖的区域未采购问题疫苗，或者虽然采
购长春长生生物公司生产的疫苗，但不是问题批次，通过否认该地区存在危机，试
图减缓公众的恐慌情绪。比如在采访过程中，A1 说:
我们的疾控系统并未采购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早前通报的效价指标不合
格百白破疫苗，涉事疫苗对我省无影响。
在 “否认”策略之外，所有受信者亦向公众承诺将尽最大可能减少未来同类危
机爆发的可能性，实施一系列防范于未然的举措，并公开发布专门应对此次长春长
生疫苗事件的措施或者规则，比如监管部门的密集针对性检查，I1 说:
针对企业，马上要有一些监管措施要出台。以往我们可能一年国家对这个企业
是有一次很全面的检查，日常的都一年至少三次，这次事件一两个月突然间就增加
了多次检查。我们日后的监管也是要更加强，来确保这些要求法律法规能够落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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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防疫部门在此次危机事件中，针对如何回答接种者疑问，E2 表示针对狂犬疫苗
接种者，该单位有详细的接种者问答传单，并且事发之后全体疾控中心人员都受到
培训如何向民众解释这次事件，并强调:
我们的疫苗都没有问题疫苗，市里面省里面都有对本省长春长生疫苗有详细的
解释，那一批次的问题疫苗我们都没有。
值得注意的是，采购过长春长生公司的狂犬疫苗的组织还额外使用了 “重建”
策略中的 “补偿”，免费给未接种结束的接种者补种或续种其他厂商生产的狂犬疫
苗，比如 F1 说:
续种补种，就是说没有打完狂犬疫苗五针的，差几针国家免费给打。针对从 8
月 8 号以后的接种者。只有以前打过长春长生狂犬疫苗的才能续种补种，其他新接
种者还得缴费。
( 2) 二级危机应对策略: 提醒
几乎所有的受信者都采用了二级辅助策略中的 “提醒”法，即提醒利益相关者
组织过去所做的积极的工作。如强调疫苗接种工作是件利民的好事，组织之前为扩
大接种人群，提高接种率所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民众应理性看待此次事件，不能
“因噎废食”，不要因为某个企业的不端行为便抵制疫苗、不打疫苗; 国家计划性免
疫多年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因为一件事情，使老百姓对疫苗产生恐慌，不打疫苗，
可能导致传染病，集体性病症的爆发，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主动接种相关疫苗
是对孩子健康的负责任的表现。
比如小儿预防针接种处工作人员 G1 表示:
肯定出事以后，监管越来越严了，问题疫苗还是少的，不可能说有了问题疫苗
就不打了吧，这一顿饭吃出问题，下一顿饭就不吃了吗? 也是不可能的，肯定是接
种疫苗的好处大于坏处，利要大于弊，要不然国家也不会要求。就像以前小儿麻痹
症者随处可见，现在大街上小儿麻痹还有几个?
大部分组织的工作人员还多次提起之前组织工作也是正规有序的，只不过现阶
段的工作会针对问题疫苗有所调整，但整体仍然顺着以前的工作正常进行。I1 表
示:
我们每年对企业的教育内容其实都在变，因为根据每一年的药品生产企业的状
况，容易发生风险的点，我们都会去评判，然后根据这个风险点，我们每年定的法
规培训的点是有改变的。所以还是按照正常的工作来进行，这个其实就成常规的一
个做法了，像比如说我们今年下半年的一些工作重点，疫苗生物制品我们可能会多
关注一点。
2. 施信者期望的危机回应策略: 道歉与担责
在这一问题上，接受访问的施信者态度呈现了高度的一致性，他们期望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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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是重建中的 “道歉”，对危机担负全部责任，并请求利益相关者原谅。施信者都
表示希望此次事件能有明确的处理结果，找到此次事故中企业和职能组织的全部责
任人，让他们负全部责任并对他们进行严惩。一些受访者表示希望责任人受到刑事
处罚，并尽快追回问题疫苗，告知公众问题疫苗的危害性多大以及如何弥补，最大
限度避免问题疫苗的扩散，降低问题疫苗接种者所受到的危害。通过严惩长生疫苗
事件的违法者，以儆效尤，增大疫苗安全监管力度，提高接种疫苗的安全性，让疫
苗安全的危机不再发生。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基于施信者归因的 “担责”作为前提，
受信者的 “重建”“提醒”策略便难以重建彼此的信任，而 “否认”策略的实施还
可能继续消解信任。如受访者 F2 说:
应该全面检查，你抽查的这两个批号不合格，你别的我觉得也不一定合格，所
以说还是不要打了，不太相信了，缺乏信任感，以后也不想打了，感觉惩罚力度也
比较轻，我还想知道其他的公司有没有也是这样。
( 四) 研究问题三: 媒介选择与期待，信息与信源信任
1. 媒介选择与期待
在长生生物疫苗事件中，社交媒体、自媒体等新兴媒介成为施信者获取信息的
窗口，但其可信度受到质疑，最终仍会寻求传统媒体的确认; 地方层面受信者主要
通过传统媒体发布信息，线上手段相对单一，国家层面的受信者在信息发布的方式
上更加多样，采用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同时进行信息公告。
研究发现，几乎所有施信者首次获取问题疫苗的信息都是通过微信、微博等社
交媒体。先从微博热搜榜或是微信朋友圈获悉事件，然后主动搜寻信息，通过新闻
客户端或是报纸、电视新闻了解事件原委。虽然首次获取信息的途径都为社交媒体，
但是受访者看到的信息和发布该信息的账号都不相同，有通过母婴健康类公众号获
知，有以讲述疫苗故事为主的公众号获知，还有很多受访者记不清来源而只记得是
在微博或是朋友圈刷到的账号。F3 说:
最开始接收的信息都不是传统媒体的账号，看朋友发的朋友圈，我才发现疫苗
又有问题了，然后才会主动地去手机上面看那些新闻。
然而让受访者确认或者相信事件的确发生却是他们通过主动搜寻官方媒体的新闻
或是相关部门发布的文件之后，还有通过新闻联播才最终确认整件事情。F2 表示:
是在朋友圈看见了然后知道了，看到的是关于母婴、辅食类也有别的公众号。后
来电视新闻上一说，知道这个事是真的，因为有时候微信上不一定是真的我觉得。
接受采访的受信者这一端则主要通过传统渠道发布信息。通过党报或当地报纸发
布信息，告知公众，该区域没有问题疫苗流入; 通过政务办事大厅的对外公示牌公布
续种补种的事项; 通过一对一的电话通知方式，通知还未完成接种狂犬疫苗的接种者
补种事项，或回答咨询者的疑问; 还有在接种现场发放问答宣传单等。E1 解释说:
我们都有咨询号码，各个预防接种点都有咨询电话，家长们打打电话咨询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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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一下，再在网上看到本地没有受到影响，也就好了。
大部分受信者表示，此次事件的线上信息公布方式主要是在各个部门的官方网
站上发布，内容主要是问题疫苗并非流入该辖区的告知或其他信息，但是对于公众
是否知道该网站上发布了相关信息，公众是否会在第一时间登录相关网站查找信息，
受访者表示并不了解。
值得说明的是，尽管本研究的受信者主要来自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但不可忽视
的是，更高层级的受信者代表之一，国家药监局在本次事件的信息公布中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大部分施信者也表示，虽然是通过社交媒体的非官方信息知晓事件，
但是获取 “一锤定音”的还是后来国家药监局 7 月 15 日在官网上发布的公告。仍然
是通过传统媒体如电视新闻，而并非自己主动去药监系统的官网上去查阅。而对于
中国药监系统在官方微博①上的更新和通报，并没有受访者表示注意到了这一回应。
他们期待有专业性的机构能够多加利用网络媒体，也可以用公众号的方式来与
公众进行沟通，提高线上曝光率。几位新生儿父母和上班族的受访者表示并没有时
间和精力去主动搜寻医疗卫生知识，但是他们都显示出强烈的希望获取相关信息的
需求。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上的信息过于繁杂，信息来源不明的公众号文章也难以相
信，需要自己去筛选辨识，信息获取成本过高。如 F5 表示:
其实可以比如说报纸电视微博电子信息这种地方普及一下，多频率科普总会提
醒到我们。
另一方面，线下科普互动也被受访者多次提及。他们希望公共卫生部门能够在
疫苗接种方面多使用更为传统的面对面方式，精准到达迫切需要了解相关知识的人
群。多名受访者提到希望接收到纸质的宣传材料，认为社区接种点发放的宣传单或
者科普手册非常受那些没有时间主动获取信息的上班族父母的欢迎，并且期待可以
多举办健康讲座。有两名采访者表示可以将新生儿预防接种的相关知识考核纳入准
生证的办理环节，强制新婚夫妇学习疫苗接种知识。M1 表示:
官方组织宣传的方式应该在线下，包括举办一些医疗信息的发布会。因为我们
自己包括带孩子去接种疫苗的时候，都会留下手机号，不用过于频繁地去宣传，半
年或者是一个季度一次，科普一下给孩子接种的疫苗的知识。我觉得线下渠道需要
运用起来，可以周期性举办讲座，或者给我们印一些纸质宣传材料。
2. 信息与信源信任
施信者普遍表示相对于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上的信息来源，更相信官方机构，但同
时并不满足其在这一事件中的信息发布，认为不充分、不及时，感觉“有所隐瞒”。
当被问及 “在此次事件中，哪些渠道发布的信息你觉得更可信”时，几乎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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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都表示新闻记者、国家食药监系统的负责人、医疗卫生领域专业人士等更能
赢得施信者的信任。F2 说:
发的新闻不是在个人的公众号，而是药监局的，像这种有关部门的微信公众号，
还有电视上的新闻，比较可信。
值得注意的是，当研究者让受访者回忆印象最深刻的信息时，他们提供的往往
是来自于社交媒体或自媒体上流传甚广的一些更具 “趣味性” “冲突性”的内容
( 此处不做引述，以免对读者产生误导) 。对于为什么官方信源的信息未能给施信者
留下印象，受访者表示，官方信源的信息更新速度慢，很 “保守”，在公众急切渴求
真相的需求不能够被满足的时候，施信者开始寻求其他信源的 “解释”。F6 说:
我觉得其实我还是更相信那种官方的媒体，但是他们说的都很保守，发的东西
太少了，感觉信息量不够大，很多东西就是没有一个最终定论的时候，都不会去说。
然后我就会去看一些业内人士，从事什么医疗行业的，他们起码还是专业人士，从
专业角度来说还是比较可信的。
由于受信任的组织提供信息不及时，不受信任的信源又频频 “刷屏”，多数受访
者表示 “很慌”，不知道到哪里寻找可靠的信息。受访者表现出一致的求知欲与求真
欲，希望官方组织能够在以下方面提供更多信息: 疫苗监管信息、事件进展追踪、
惩治方案以及疫苗接种的科普知识等。F3 表现出了一种信息缺失时的困惑:
因为一类疫苗强制接种所以不得不接种。了解到问题疫苗以后，我也有想过说
不再给宝宝接种了，或者是接种进口的。不过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孩子上学需要
接种证明，所以这些疫苗还是必须要接种的! 而且要是接种进口的话费用又会很高，
而且谁也不能保证进口的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很矛盾。不过冷静过后，风波过后，
我估计还是会带着宝宝去补种的，一个是现实所迫，再一个就是，我也愿意相信咱
们的有关部门有能力解决好，给各位家长一个好的交代!
大部分受访者情绪宣泄之后，最终还是会选择相信组织解决问题的能力，一方
面寄希望于受信者能积极主动回应危机，告知解决危机的过程; 另一方面，出于对
一类疫苗强制接种政策和对政府的信任，尽管在采访时表现出接种犹豫，仍表示不
会拒绝接种。F3 说:
看新闻说这些问题解决了，对他们怎么惩治，后面后续会出现一些什么方案，
其实大家还是愿意去相信愿意去接受的，相信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的。觉得不满过
后会有一点的茫然，但是沉静下来之后会觉得其实这个问题还是能够解决的，还是
愿意相信的。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从信任的施—受二元角度尝试弥补传统危机传播情境理论视角的单
一性问题，进而尝试探究危机归因与危机回应期待存在差异的根源。以长生生物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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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事件为例，通过考察施信者与受信者对于责任归因、媒介选择与期待以及信息与
信源信任等问题，对危机传播情境理论中被忽视的组织自身归因这一变量进行了详
细分析，研究结果汇总于表 5。
研究发现，无论是从语义网络分析还是主题分析，在长生疫苗事件中，作为施
信者的公众与作为受信者的组织在归因方面存在明显分歧: 一方认为此次危机是
“全局性”问题，另一方却认为是 “个别组织”违法违规。经由对语料的进一步分
析，我们看到即便是同属于 “受信者”集群的受访者，也可能因为所在具体职能部
门不同而对危机的属性有完全不同的界定。
表 5 施信者 － 受信者的责任归因、媒介选择与期待
施信者 受信者
责任归因
危机类型归属
故意群组
管理不当导致的组织违法
故意群组
人为过失导致产品受损
危机回应策略
期待受信者承担责任，坦承道歉，公开善后
重建过程
否认，补偿，提醒
媒介选择
信息获取: 自媒体与社交媒体
信源信任: 政府、传统媒体
媒介期待: 线上 + 线下
地方: 传统媒体发布为主
中央: 传统媒体 + 社交媒体 ( 但相对自
媒体滞后)
归因差异是组织与公众在危机中陷入 “对话盲区”的重要原因。归因差异之下
组织危机回应策略的实施便可能成为与公众期待之间的一种系统性对抗，各方只能
在这种对抗中捕获一些话语和意义碎片。本研究也回应了国内学者的疑问，例如，
在天津港 “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中，在危机传播策略上，政府为何没有选
择适合具体危机情境的传播策略，而是将民众注意力引向社会的纪念活动和救援故
事这一边缘化的议题，反而在最核心的责任问题上失语，从而为社会化媒体上的谣
言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① 各类组织经常采用的补偿和提醒策略，或能有利于抚平事
态，但却难以在重建信任方面有所作为。由此，归因差异或可解释为何在重大公共
危机事件中，组织经常无论如何言说，公众总是觉得 “不满意”“不过瘾”，或将组
织界定为 “态度傲慢”“不真诚”，甚至 “有意隐瞒”。
由于研究者团队的采访资源有限，在这一重大危机事件发生之时，能够触及的
愿意接受访谈，并对研究者予以信任就这一问题畅所欲言的受访者范围也有限，受
访对象只触及了河南、山东、福建三地，受信者也主要是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
人员，尽管在研究设计上希望覆盖三个层级，包括 ( 卫计委、疾控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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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点，以及食药监系统) ，公众类型包括积极公众和知晓公众，但研究或许仍
存代表性问题。
尽管如此，本研究规避了以往过度强调公众一端归因的局限，转向从双重视角
来审视危机中的归因与信任问题，其实也正回应了传播学界日益热议的命题———
“究竟谁在界定意义”。传播学者卡尔·波坦 ( Carl Botan) 2018 年出版的 《战略传
播管理》一书对此问题进行了回应。他认为组织战略传播最为理想的模式是共创模
式 ( cocreational) ，组织将自己视为环境的一部分，与环境 ( 公众的需求) 共同变
化。共创模式之核心认为意义由公众与组织共同产制。这一模式强调: 公众和组织
在界定议题中扮演着同样重要的角色，他们应当共同界定问题、议题、目标以及彼
此之间的关系。共创模式的组织将议题界定与解决均交由公众与组织共同建构; 无
论是应用导向抑或学理导向的研究都不应只关注公众端的研究，还要关注组织与公
众之间的关系，观察组织与公众之间循环往复的传播流动，无论组织内部与外部的
传播与意义流变均决定着组织的形态。① 如何在转型社会信任缺失与亟待重建信任的
现状下，② 从支配式宣传到平等对话，在对话中化解风险、维系利益认同、再造意义
共同体，成为 “非典”至今公关发展的主线和路径。③ 通过对信源、媒介渠道以及
内容信任的分析我们发现，由于受信任的信源提供信息不及时、对于传统媒体渠道
的倚赖无法契合施信者的需求，而不受信任的信源又频频在社交媒体 “刷屏”。这也
呼应了此前学者对于网络谣言治理困境的反思，重大危机事件的传播管理需要转变
传播观念，除了不能对用传统媒体治理观念应对网络谣言，还需要关注互联网之外
的社会问题——— “我国的网络谣言泛滥现象发生在社会转型关键期和互联网快速发
展期，有着特定的社会土壤和传媒发展背景，因此治理网络谣言是一个极为复杂的
工程，单一的网络治理也许能治标，治一时之表，但难以持续和治本。”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社交媒体平台的数据挖掘与健康话语网络研究”
( 项目编号: 17CXW011)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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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nvergence Ecology, Value Co-creation and In-depth Empowerment: The Core Logics of Future Media
Development
·Yan Sanjiu
Technology-driven social renovation in this UVCA age is bringing about significant changes in communication
ecology and media operation logic. Its striking representation is the transition of media development modes
from content flow scaling to flow ploughing, from channel driven to technology-and-user driven, as the media
operation technologi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lgorithm push encounter the dilemma of communication
ethic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value innovation of media convergence ecology. It puts forward a design for
the following issues: How to recreate media's internal process and its operation logic through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of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how to innovate in value co-
creation and value realization through economic empowerment of block chain and general certificate economy;
how to make safer and more ethical media through humanistic empowerment. The multi-dimensional and
comprehensive design aims at promoting an integrated collaboration and virtuous cycle of media
convergence.
16 Rethinking the Chinese Situation of the 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 Diversified
Attributions and Trust Reconstruction—Taking the 2018 Vaccine Crisis as an Example
·Gong He, Han Dong, Zhang Qingyuan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Trustor-Trustee”framework into the 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 (SCCT)
. Through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 27 subjects during the 2018 vaccine cri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ir attribution differences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crisis communication, and attempts to fill the
theoretical gap within the traditional SSCT system. The results of semantic network analysis and thematic analysis
reveal that the public as a trustor prefers to define the crisis as an overall problem, while the government as a
trustee attributed the problem to an individual organization's illegal behavior. Moreover, a confrontation was found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crisis responses and the public's expectation. Meanwhile, 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ublic's reliance on the government as a trustworthy information source and their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information per se, which also plants the seeds of rumor.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possible path of trust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creation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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